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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
黄秋莉 1411349

摘  要
[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00]技术问题日益需要哲学的视野进行关照，探讨技术的问题离不开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问题。技术难道仅仅是人生存的手段？技术是否对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离开了技术，人是否能成之为人？如若技术对于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又是何以可能？贝尔纳·斯蒂格勒立足于吉尔(Gilles) 、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和西蒙栋(Simondon)的技术进化理论，将技术放在时间中进行考察；以对卢梭和勒鲁瓦—古兰的史前理论的解读为基础，从技术构造时间，指出“人在‘谁’与‘什么’的相关差异中被技术发明”；以古希腊神话中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为切入点，通过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中有关存在与时间的论述的继承和批判，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斯蒂格勒关于技术的研究最终落脚于一个关于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关系的体系，或者说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一方面目前国内还是国外，对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研究较少，且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斯蒂格勒将人的本质建立在代具（技术）之上被视作“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为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进取方向，因此对斯蒂格勒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3]关键词：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时间；人的存在；海德格尔


引言
由于技术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密，技术问题日益需要哲学的视野进行关照。[footnoteRef:1]探讨技术的问题离不开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离不开对技术的本质、人的本质及其二者关系的研究，故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问题。首先，人们不难发现技术作为人的方法和手段的存在方式，这也是迄今为止技术哲学中规定技术本质的不可或缺的内涵，如在西方关于技术的一般哲学观念中存在的四种明显可辨的对待技术的传统即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恐惧主义与技术控制主义中，虽对技术的功能及偏好认知存在差异，但技术作为手段的内涵却是异曲同工。而论及人的本质时，由于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在主客二分思维的视域下，人被视为主体，人之外的所有存在者都被视为客体，人是世界万物的“设定者”，作为手段的技术便一直被排除在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之外。[footnoteRef:2]然而技术对人的影响却又不断加深，从而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技术难道仅仅是人生存的手段？技术是否对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离开了技术，人是否能成之为人？如若技术对于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又是何以可能？在当代技术的强大力量面前，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得以可能和必要。其次，技术哲学研究在19世纪末起源于德国，进入20世纪后，技术哲学研究已经波及到欧美许多国家。《技术与时间》是斯蒂格勒的代表作，此著作的第一卷被誉为1944年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该著作中，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他论述的核心，为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运思视角。 [1: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将技术拒斥在其研究的大门外，贬低一切关于技术的知识的价值。其一是因为技术的“自我隐蔽性”，正如水之于鱼无比重要，但鱼对水往往是忽视的态度；其二是因为一部西方学术的历史，是一部讲理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术传统就不是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是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在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中，它是不可不诉诸外部经验的。它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参见吴国盛：技术的人文本质，新华文摘,2009第16期]  [2:  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的本性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与纯粹的知识、存在本身无关，而技术作为目的和手段一直被排除在了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之外，亦被排除在了与人之本质建立起第一性关系的可能性之外。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一直被继承了下来。尤其到了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奠定了心物二元、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此，人成为了主体、成为了世界万物的设定者，而人以外的所有存在者都被看作是客体，整个世界成了人的对象。然而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了出来，它不再仅仅以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建构的因素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参见晁鸿雁：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人性思想[D].贵州大学，2015.] 

斯蒂格勒的核心观点是技术和人通过时间的纽带紧密联系，技术性对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为深入理解斯蒂格勒的观点，我们必须阐明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技术与人的关系、时间与人的关系，以及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理解时间的作用——当我们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时为什么要讨论时间，以及是如何将时间纳入技术与人的关系建构当中的？下面我们将分析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核心的具体运思路径。只有在理解这个思想演绎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斯蒂格勒论述的多种思想材料之间的关联，从而理解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
概括而言，此逻辑如下：贝尔纳·斯蒂格勒立足于贝特兰·吉尔(Gilles) 、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和西蒙栋(Simondon)的技术进化理论，将技术放在时间中进行考察，深化了对技术的认识，指出技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以技术具有内在动力为前提，进而展开了技术与人的关系，详细阐述了技术进化的动力不包含人的意向性因素，同时指出人的超前的可能性构成技术进化的前提；以对卢梭和勒鲁瓦—古兰的史前理论的解读为基础，从卢梭先验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以时间为纽带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对第一部分中“人的超前的可能性构成技术进化的前提”的结论进行了阐释，指出其含义为由于技术使人成为偶然存在，使人具有超前性（死亡意识），因而技术对时间具有构造作用。通过勒鲁瓦—古兰对卢梭先验人类学中问题的揭示及其自身人类学思想，进一步阐释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即“人在‘谁’与‘什么’的相关差异中被技术发明”；立足于技术进化论和人类学思想，技术一步步进入到人的发展逻辑当中，技术对时间具有构造作用，斯蒂格勒要追问的是：超越技术之外的人性是否可能？若否，那么人的本质何以建立在技术之上？以古希腊神话中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为切入点，通过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中有关存在与时间论述的继承和批判，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考察了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技术不仅仅在时间中，而且对时间具有建构作用，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因而技术和人得以通过时间的纽带紧密联系，人的本质得以建立在技术之上。

1、 技术进化论：
从技术与时间的关系看技术与人的关系
探讨技术与时间的关系离不开技术史的研究，因为技术史能直观反映出技术在时间中的运行轨迹，从而能使人们对技术本身的发展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进而能给人提供一种视察技术与时间二者本质之间是否有关系、关系如何的途径。运用技术史的方法时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技术史包涵技术史范畴即技术史本身、技术史所包含的具体事件两个维度，而研究技术史的范畴应先于研究这些范畴记述的事件。而所谓的研究技术史范畴的问题就是研究理论化的技术进化过程。其二，技术史研究还应当注意如何同一般性历史的其他领域恰当地衔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进化的问题混杂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当中，随着大量关于技术的资料的积累，独立地提出技术进化和发展的问题就显示出其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种背景下，贝特兰·吉尔、勒鲁瓦—古兰和西蒙栋明确地建立了技术体系、技术趋势和具体化过程等概念，用来概括技术成体系的进化。基于他们的学说，一方面能使我们从技术与时间关系的框架中（技术进化论）分析出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技术的进化源于技术自身具备的动力；另一方面，从从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系出发，因为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系状况对人具有重大影响，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技术体系与人本身的关系，我们进一步分析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体系的论点表明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应作为时间现象来考察；技术趋势的论点表明技术和人在技术体系进化中任何一方都不占主导，两者相互作用；技术具体化的论点则表明，技术的进化完全取决于自身，把人的意向性排除在技术进化之外，但同时人的超前的可能性作为前提在技术进化中得以保留。
概括而言：基于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技术进化论的分析），他们都旨在表明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在动力。通过理论化的技术进化过程，我们对技术本身有更好的了解，其中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联运动也给我们提供了考察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关于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技术与时间关系的深化作用：技术不仅仅在时间中，具有时间性，而且技术对时间具有构造作用，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从人类学的角度，基于勒鲁瓦—古兰对卢梭先验人类学的批判，进一步进行阐述。
（一）吉尔：技术体系
我们将从一般性的体系的角度来研究技术的进化。首先，从吉尔的技术体系内涵来说，技术体系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静态的、平衡的、稳定的状态，但它同时又蕴含着动态的因素，吉尔更加突出它的动态性，注重技术体系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状态，强调技术体系不断接替的性质[footnoteRef:3]。其次，技术体系不断接替（或自我内部的更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自身极限，极限构成技术体系进化的可能性（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谓的“发明的逻辑”）。然后，技术发明本身便构成技术体系的进化。即“极限构成了进化的潜在可能性；而突变的现实则是技术发明本身”[footnoteRef:4]。再者，技术发明必须依赖现有的技术体系，因为在技术体系内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方案是有限的，这便决定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发明。 [3: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9页。]  [4:  同上，第39页。] 

另外，当今技术的进化速度已经达到了与以往一切技术体系不可比拟的地步，从而使各体系之间的协调产生了困难。[footnoteRef:5]“随着持续革新的节奏，一切偶然性都变得不可能，面对各体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和谐整体可能奔溃的危险，必须控制一切变化。可见，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安排未来，也就是如何安排时间的重要问题。”“所谓安排的问题就是使技术的进步程序化，这就意味着把时间作为计算。”其中关于必须控制一切变化的原因就是“当技术的发展途径是随机的、或呈随机之状时，技术体系和其他体系之间的调节就只能通过各种力量的自由组合将就而成，这就难免产生许多失误或倒退的可能。”[footnoteRef:6] [5:  同上，第48页。]  [6:  同上，第49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就技术本身的发展而言，技术的进化发展就是技术体系的内部自我更新和自我更替；由于技术体系的动力来源于自我极限、技术体系的变化发展受制于现有的技术体系，决定技术进化的因素便是它自身存在于其中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将技术与时间二者联合起来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当今技术发展速度无以比拟，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在时间现象中，因为各自速度的不同，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技术与人变得有前有后，因此技术体系与其他体系之间原有的平衡难以为继、甚至破灭，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变得变幻莫测。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便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当技术体系如我们所说进入了一个不断转变的和不稳定的时代时，我们就应该把人和技术之间的原始关系作为时间现象来重新考察。简言之，吉尔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技术进化源自其内在动力，这是对技术本身的界定，有利于我们认识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二是这个能动的体系和其它体系之间的关系，将技术体系融合在历史的整体之中，给技术与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时间的视角。
（二）勒鲁瓦—古兰：技术趋势
如上所述，吉尔提出了技术进化源自其内在动力，即技术进化具有其自身逻辑。这里的问题在于技术逻辑是否具有普遍性。说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技术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技术进化源自其自身动力具有普遍性时才有可能将技术具有内在动力视作技术的本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内在动力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同时，技术趋势本身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我们在下文中将分析出在勒鲁瓦—古兰看来技术与人之间具有何种关系。
勒鲁瓦-古兰用技术趋势的概念来概括技术成体系进化，关于技术趋势的论点证明了技术逻辑的普遍性。其中种族和技术的关系在其论证过程中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趋势在事件中实现，要表明趋势具有普遍性，问题就在于把技术趋势从技术事件中区分出来，即如果我们能通过各种事件的比较得出同一种原型在各种特殊造型中传播的结论，我们就能说趋势具有普遍性。具体运思路径如下：同一种技术可能在毫无关联的民族之间同时出现，而在有联系的民族之间同一种技术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客观存在的技术现象，从对这种技术现象的分析中勒鲁瓦-古兰提出技术事件背后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一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互相影响的现象，二是人与物质之间的几乎是动物决定论式[footnoteRef:7]的关系。前者是显而易见地外来的文化传播，后者是技术自身的发展趋势，且后者是更本质性的。[footnoteRef:8]勒鲁瓦—古兰否定“文化主义”的观点，即否定赋予一个或几个民族技术和文明的特有禀性，主张虽然事件在各民族的环境中获得了技术物体的具体形式，但是它们的产生却取决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普遍的具有决定性趋势。换句话说，各种特殊造型中有同一种原型在传播，所谓的同一种原型便是技术趋势，技术趋势存在于各种特殊造型中，故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 [7:  斯蒂格勒用“动物决定论”指，因为动物的进化受到环境的限制（水、陆地的选择；哺乳、蛋生的选择），所以其进化路径只有有限的可能。]  [8:  “一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互相影响的现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技术事件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另一种因果关系是人与物质之间的几乎是动物决定论式的关系。”“实际上这两种不能混同的因果关系是并存的，一方面是显而易见地外来的文化传播，另一方面是技术自身的发展趋势。虽然后者比前者更隐蔽、间接，但它是更本质性的，从一般生命历史的角度说，它构成了技术现象的原则。”
——同上，第57页。] 

以上论述了技术趋势是否具有普遍性，接下来我们将阐明技术趋势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技术趋势就是指技术现象中人与物质之间的几乎是动物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斯蒂格勒将之称为“人和物质的耦合”[footnoteRef:9]）。趋势最终体现为意向性（内在环境）和物质性（外在环境）两种根源的结合，它表明人借助有机化的被动物质（技术物体）与环境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机物的技术物体被有机化，人在有机地组织物质的同时也改造自身，人和技术任何一方都不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技术趋势的论点展示了人和技术的关系：技术和人在技术成体系进化过程中相互作用，技术中包含着人的意向性作用，而人也受技术的影响。 [9:  同上，第51页。] 

概括而言：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兼论了技术的内在动力及其和其他体系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的问题，使我们得以从技术与时间关系（技术进化论）的视角视察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上述吉尔问题所表达的意义）；同时技术趋势本身是意向性和物质性的结合，换句话说人和技术在技术成体系进化过程中相互作用，展示了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三）西蒙栋：技术具体化
西蒙栋用具体化概念来描述一般技术体系的进化，把体系本身作为个体和对象来研究。与勒鲁瓦—古兰最大的不同在于技术进化中人的意向性因素消失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西蒙栋主要考察的是当代技术体系，他这样说到“工业技术物体无需内在环境的干预而自身具体化。这种具体化的动力通过各类功能的复合和多重限定而臻于技术逻辑的完美，并包含了一个新的环境概念：复合环境。内在环境不复存在了，因为，工业化的技术物体造成了内在环境溶于外在环境的结果，同时，这个一般性的环境也不复为外在。”[footnoteRef:10]这也就是说，工业技术物体（机器）的产生改变了整个技术进化的条件：一方面技术进化完全取决于技术物体本身；而人只是技术动力的操作者，不再是它的发动者。同时机器通过确定自己在技术整体中的机能，协调不确定[footnoteRef:11]的技术物体之间的配合；而人的位置通过在技术整体中、在各类物体配合运作的有机组织之中得到确定。显而易见地，“在这一套技术发生学理论中，人的位置显然比在勒鲁瓦——古兰的民族技术学中的位置次要得多。在大工业时代，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术物体（机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确切地说，人仅仅执行技术物体自身具备的‘意向’。”[footnoteRef:12]在技术进化过程中，人的意向性、能动性逐渐隐退，而技术物体自身的创造性走向了前台。 [10:  同上，第71页。]  [11:  技术物体的不确定性与技术物体的专业化相对。]  [12:  同上，第80页。] 

按照西蒙栋的观点，从技术物体自身包含的创造性的意义上，我们说机器具有对于自身起源的自治性，这是机器的机能的不确定的来源。这就意味着，把技术物体当作手段或方法来看待已经不合时宜，我们应该从“它自身”出发来定义技术物体。然而，虽然技术物体导致我们消除技术逻辑的动力中的人的意向因素，然而无论怎样，人虽然不指令，他却操作。技术逻辑的动力原则仍在于人，“尽管趋向具体化的技术物体自身具备具体化的动力，但是它仍然要以超前的可能性为前提。而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操作者、发动者或动力因，即人。”[footnoteRef:13] [13:  同上，第96页。
同时，这里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与西蒙栋的观点在这里出现了分歧，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超前能力本身要以技术物体为前提，就像形式不先于物质一样，超前不先于技术物体。”这与斯蒂格勒所提出的爱比米修斯原则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中指出。] 

概括而言：技术具体化将技术体系本身作为个体和对象来研究，一方面表明了技术的自治性，技术的进化完全取决于自身，人只是技术物体的实现者；另一方面虽然人的意向性被排除在技术进化动力之外，但是人的超前的可能性却构成了技术进化的前提。

二、先验人类学及其存在的问题：
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与时间的关系
在第一部分，斯蒂格勒从技术与时间的关系中考察了技术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地，斯蒂格勒从人类学思想的角度再次探讨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并在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深化了技术与时间的关系。
其思想来源主要是勒鲁瓦—古兰《手势与语言》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以及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人类学思想。其具体的运思路径是：卢梭的人类学是一种先验人类学，先验地把自然人设定为“一切现成在手、集一切于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人先于技术而存在，人也不再具有历史性；而勒鲁瓦—古兰则出于自己的人类学观点批判了卢梭的先验人类学，他立足于人化的过程的分析，主张人的身体和大脑都是由工具来定义的。
基于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斯蒂格勒得出的观点是，技术不仅仅在时间中，具有时间性，而且技术对时间具有构造作用。（一）先验人类学：技术在使人成为偶然存在中构造时间
我们来首先看卢梭先验人类学的具体主张及其所说明的问题。作为人类学之父，卢梭第一次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引进哲学领域，相较于一般的人类学家不同，卢梭主张用先验的方法来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footnoteRef:14]诚如斯蒂格勒所说：“卢梭‘悬置’（或试图悬置）历史的命题……他要求从得自‘还原’的先验的‘明晰性’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来定义人的本质。”[footnoteRef:15]故我们将卢梭的人类学思想称为先验人类学。卢梭认为，人类学就是要探讨人的本性问题，而人的本性问题和人的起源问题紧密相关，又诚如书中所言：“讨论人类的起源实际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讨论一般意义的起源——即存在之物、存在者的原则、存在者的起源。” [footnoteRef:16]起源问题就是存在问题。卢梭区分了身上的两种存在：本质存在和偶然存在。其中本质存在是人始终具有的一种永恒的因素，而偶然存在则是人非自然化、沉沦后的因素。卢梭的先验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主张就在于：人具有一个完整而纯粹的起源，而进化使人不断地远离自己的根源，隐藏在社会和文化名义背后的技术就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这就是说，原始的缺陷和代具性是不存在的，自然人是人类最强壮的时期，虽然身体是他所唯一具有的，但是他一切现成在手，并集一切于自身，别无所求，“他除了自我保存和怜悯的本能以外，一无所知。”[footnoteRef:17]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变化和沉沦。卢梭所谓的沉沦是指人向技术世界的沉沦，即人的技术化。卢梭将人的变化和沉沦看作是人的第二起源，第二起源属于外在的偶然，它不属于人的本性，它由外部而来发生在人身上，并使人丧失自然的本性。 [14:  在他看来，从事实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无异于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先于文化历史的本质，因此“人是什么”的问题不能采用事实来回答。]  [15:  同上，第124页。]  [16:  同上，第112页。]  [17:  同上，第125页。] 

由于“受自然的某个偶然事件的迫使”人发生了沉沦，这与“集一切于自身”的自然人的论断是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他在自身需求之外一无所求的话，那么沉沦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卢梭对此的回答是：偏离、沉沦的可能性内在于起源自身，人因其自由的性质而具有偏离的可能性。在自然状态中，自由是一个优势，使人类能够更好的生存（如在找不到肉的情况下用果实充饥），但由于自然的偶然性，人的这种偏离自然的自然可能性本身就可能偏离自然平衡的要求，由此带来恶果——沉沦。自由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偏离的尚未实现，只要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仍停留于一种力量的状态，人和动物之间除了人具有的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之外就几乎没有差别；但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即成为技术，便预示着人开始有死亡的感受，对死亡的预示也随之而来，由此，人便进入了时间。[footnoteRef:18]诚如斯蒂格勒所说：“对于原始的野蛮人来说，一切始终如一。它没有关于他物的观念。他物，从本质上说首先就是时间。”[footnoteRef:19]时间和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时间产生于人的非自然化（技术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技术构造时间。 [18:  “关于死亡及其恐惧的认识是人在偏离动物界时获得的第一个知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第29页]  [19: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综合上述分析，卢梭的先验人类学的主要论点是人的本质存在经由偏离和沉沦变成偶然存在。人的自由性质是偏离和沉沦的潜在原因，技术的产生使偏离和沉沦成为现实。偏离发生之后，人便开始有死亡的感受和死亡的预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技术使人成为偶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和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死亡意识因为技术的出现而产生（技术使人成为偶然存在的过程中产生了死亡意思），我们可以说时间产生于人的技术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技术构造时间。
（二）先验人类学存在的问题：人在相关差异中被技术发明
在上一部分中，斯蒂格勒基于卢梭先验人类学的观点阐明了技术在使人成为偶然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构造时间。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于技术与人的本质存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技术是否仍然具有建构作用？另外技术如何构造时间的问题也有待深层次地阐明。
“人的发明”是一个关乎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之间关系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是模糊的，并没有说清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歧义在于它可能是指人发明了什么东西，也可能是指人是被发明出来的、“人的发明”仅仅是对人被发明的这个客观事实的描述。换言之，发明这个动词所对应的主语和宾语是含糊的，由“人的发明”可以派生出以下问题：“‘谁’或‘什么’发明？”亦或是说“‘谁’或‘什么’被发明？”
斯蒂格勒根据勒鲁瓦—古兰指出的卢梭先验人类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思想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批判了卢梭先验设定的自然人先于技术，立足人类学资料，指出人自产生起便离不开技术，人被技术发明。人是何以被技术发明的呢？斯蒂格勒立足于德里达相关差异的思想，指出技术是一种“外移的过程”，深层次地阐明了技术构造时间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因为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基于勒鲁瓦—古兰对卢梭先验人类学的批判以及他自身建构的人类学思想，斯蒂格勒力图表明：人在“谁”与“什么”的相关差异中被技术发明。
 1.人被技术发明
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思想与卢梭的人类学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涉及到技术与人关系认同上的不同。一方面，勒鲁瓦—古兰反对卢梭原始自然人的假设，在勒鲁瓦—古兰看来，假定原始的自然人“双脚行走、双手做事”且集一切于自身的同时，又假定当时原始的自然人处于赤手空拳、一丝不挂的状态扭曲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勒鲁瓦—古兰看来，就卢梭的思想而言“它假定一切‘终结’从起源起就已经确定，它无视变化的作用。因此，技术性本身和原始的属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只能在沉沦之后降临。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瞬即形成的，而且一旦形成就没有变化。它先于文化、先于差异化的自然、先于技术，所以它的本质不是历史性的。”[footnoteRef:20]这种先验的假设使人先于技术而产生，使人的本质不具有历史性。 [20:  同上，第169页。] 

另一方面，就勒鲁瓦—古兰本人的思想来说，与卢梭先验地探讨人类起源问题不同，勒鲁瓦—古兰人类学思想以大量详实的实证材料为依据。其中东非人向新人过渡[footnoteRef:21]，即人化的过程（大脑皮层的分裂过程和石器随着石制工具的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是勒鲁瓦—古兰重要研究的对象。基于这个人化的过程，勒鲁瓦—古兰首先指出，大脑皮层形成于东非人和新人之间，新人之后大脑的进化便走向终结。正是在大脑皮层形成时期形成了皮层和岩层、生物和无机物的耦合。这种耦合效应仍是遗传性的，但它已经开始受后生成法则支配，属于后种系生成[footnoteRef:22]。其次，1959年发现东非人化石是考古学中关键性进展，该化石表明东非人虽伴有石制工具，但脑容量很小，不似超猿类具有硕大的头骨。这个发现的结果说明了大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的脑部的进化决定技术的进化是不成立的。另外，古生物学已然表明大脑皮层中手和脸部的段带连接在一起，整个大脑皮层中面部和双手运动的区域共同参与声音符号和图案符号的建立，这说明语言是因为手的解放才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和技术性、代具性不可分离，人类的特性就在于置身于直接在手的条件之外的运动，这个运动带动动物的解放进程。由此，“我们达到这样一个概念: 工具是人类身体和大脑的真正分泌物”[footnoteRef:23]，即进化中的技术既是无机的被动物体，也是物体的有机化，身体和大脑是由工具进行定义的。 [21:  同上，第157页。]  [22:  后种系生成：piphylogense，它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指一个生物不依赖胚胎的后天特性的形成过程。斯蒂格勒用来指技术物体的形成过程是外在于人、不依赖于人的特性。]  [23:  同上，第177页。] 

2.相关差异
上述关于“人被技术发明”的观点来源于勒鲁瓦—古兰对人化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换句话说，还只能被视为对人类学现象的描述，斯蒂格勒进一步探寻了“人何以被技术发明”的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在“谁”与“什么”的相关差异中被发明。
斯蒂格勒的相关差异思想源于德里达的“延异”（diffrance）思想，但较德里达的“延异”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延异”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推迟的行动，斟酌的行动及考虑时间和暗示着经济计算、迂回、迟延、保留、表现等运作的力量的行动”。德里达将这层意思概括为延缓化，也就是在暂时性和延宕性的迂回中介中的有意无意的追索，这种迂回推迟了“欲望”或“意志”的满足和实现；延异的另一层意思是“非同一性，他者性，可辨识性，等等”。也就是空间的差异，它在指示活动或区分活动中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差异表现为结构的变动或调换。德里达发明的“diffrance”意图表明：延异自身自发地延搁差异，同时它又在延搁中发生差异。相关差异思想在斯蒂格勒那里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运动过程，或者理解为一种属性。[footnoteRef:24]斯蒂格勒统筹兼顾“差异”和“延迟”两方面的涵义，而且还纳入了动态的变化过程，试图从运动的、相互关联的角度来把握对立的差异或差别。 [24:  参见贾海燕：贝尔纳•斯蒂格勒“相关差异”思想探析，内蒙古大学，2011] 

同时，人在相关差异中被发明以技术的后种系生成为前提。技术的后种系生成是指工具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个体之外保存自己，是一种归纳式的积累，是个体经验的动力和生成形态。它标志着人借助工具即技术与环境发生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什么’在被‘谁’发明的同时也发明了‘谁’”。[footnoteRef:25]它揭示出，当生命印记在非生命之中时，生命依赖非生命而实现生命的空间化、时间化、延迟和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斯蒂格勒看来，相关差异就是一般性的生命历史，换言之，人的发明，即谁与什么的相互往返、交错反射的运动就是相关差异。诚如斯蒂格勒所说，“相关差异就是一般生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相关差异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形式或阶段。这个阶段使文码以现有的形式呈现……成为可能。”[footnoteRef:26]“纹迹是这样一种相关差异，它启开了生命在一般的非生命上的展示和意思，这也就是一切重复的根源。”[footnoteRef:27]  [25:  同上，第209页。]  [26:  同上，第162页。]  [27:  同上，第164页。] 


3、 对神话的解读[footnoteRef:28]和对海德格尔的继承： [28:  在吴国盛《现代化的忧思》一书“地外文明：一个现代性的神话”（第77页）中，作者对神话进行了现象学的指明：“神话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文化形态，是人之成为人的第一个标志。费耶阿本德不无雄辩的指出，‘神话’比‘科学’更伟大，因为科学只是改变文化，而神话则创造文化。”“神话是原始人民的存在方式。对他们而言，神话并不是虚构，而是他们生活的逻辑，是他们对存在的领悟。神话的结构是生命意义的结构，神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 

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
依据上述对技术进化理论和人类学的分析，技术从简单的外在工具的地位转变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物体，[footnoteRef:29]技术物体是有机化的无机物，属于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的第三类存在者。但吉尔、勒鲁瓦—古兰、西蒙栋、卢梭等人的成果最终还是停留在认为只有“纯粹理性”才是人类的本质的认识阶段，而技术则是从动物到人的一块跳板。[footnoteRef:30] 诚如斯蒂格勒所评价的那样：“技术的组织不过是动物机制的继续。动物和人之间的真正距离是反思理智造成的”。[footnoteRef:31]而斯蒂格勒要追问的是技术是否对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超越技术之外的人性是否可能以及进一步追问技术何以对人的本质具有构成作用。 [29:  当技术被视为手段时，技术并不具有内在动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般地说来，技艺一部分是完成      自然不能完成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辞海(语词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根源，反之，床、衣服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在他们是技术制品的范围内说，都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变化和动力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页。)]  [30:  同上，第339页。]  [31: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通过对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技术神话的三个最著名的讲述[footnoteRef:32]进行现象学阐明，以及通过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进行比照研究，斯蒂格勒从中阐发了他所提出的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其中，普罗米修斯原则的总的内涵是对未来的预识，代表一种时间上的先行，具体表现为“代具性”、“必死性”和“超前”，其中“超前”通过“必死性”由“代具性”所建构；爱比米修斯原则总的内涵是对过去的反思，这种过去是先行于人的已经在此的实际性，包含遗忘（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后知意义上“对存在的理解”两个方面的内容。由此，斯蒂格勒提出：一方面，人的缺陷性存在和代具性弥补，没有技术就没有人；另一方面，技术乃是以对未来的预识为总的内涵的普罗米修斯原则和以对过去的反思为总的内涵的爱比米修斯原则的原始交织，依附于技术并与技术共存的人的本性就是时间。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斯蒂格勒阐明了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 [32:  一个是在柏拉图的以智者普罗塔戈拉斯命名的那篇对话中讲述的，一个是诗人赫西奥德在其《工作与时日》中讲述的，第三个是赫西奥德在其《神谱》中讲述的。] 

（一）普罗米修斯原则：对未来的预识
普罗米修斯原则的总的内涵是对未来的预识，代表一种时间上的先行，具体表现为“代具性”、“必死性”和“超前”，其中“超前”通过“必死性”由“代具性”所建构。这表明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之上，同时阐明了以对未来的预识为总的内涵的普罗米修斯原则是时间性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
1.代具性：“人”的“缺陷存在”[footnoteRef:33]和技术的“代具性”[footnoteRef:34]弥补 [33:  缺陷（dfaut）：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假设人类最初具有一种完全自然的本质，即所谓自然状态的人，它没有缺陷，自给自足。技术使人类沉沦，远离自然状态。斯蒂格勒根据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释提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没有自身的属性。这种本质的缺陷与其说是对人性的否定，不如说是人性的真正起源。斯蒂格勒提出，人是一种缺陷存在，技术就是这种缺陷存在的根本意义。——见裴程译注。同上，第20页。]  [34:  代具（Prothse）：从字面上说，它是指代替肢体的器具，标志着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斯蒂格勒用“代具”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技术物体，强调人对技术的依赖。——见裴程译注。同上，第60页。] 

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斯篇》中，有关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的内容大致如下:很久以前世上只有众神；众神将土与火等物掺和塑造了各类动物(包括人)；众神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给每种动物分配一定的性能以使它们能够独立生存，爱比米修斯主动要求分配性能，结果分配到人的时候性能宝库已经消费殆尽；为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技能和神火(因为没有火就无法获得和利用技术)送给了人类，人类从此诞生。[footnoteRef:35] [35:  郭晓晖：技术现象学视野中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 

 “人类是双重过失——遗忘和盗窃——的产物”；“过失从起源起就存在了，所以人类才有一种原始性的缺陷，或者说是作为缺陷的起源”。[footnoteRef:36]这是斯蒂格勒从以上神话故事中解读出来的重要观点。斯蒂格勒将“过失”（fault）与“缺陷”（default）[footnoteRef:37]关联在一起，这构成了他对于人的起源的认识的重要内容。人类起源说(anthropogony)是从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而不是就人从生物学意义上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种意义上来说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人之为人的一个规定性就是其缺陷性。要说明的一点是，人的缺陷性存在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造成的，不属于普罗米修斯原则 [36:  同上，第222页。]  [37:  英译过失(fault)与缺陷(default)尚能保持斯蒂格勒所强调的这种关联，在中译中见不出来，因此需读者注意。] 

为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技能和神火，人类从此诞生。对于这段出现在《普罗泰戈拉斯篇》中的神话斯蒂格勒接着解读道：“和动物所获得的各种性能相对应，人的那一份就是技术，技术是代具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技术性能完全不是自然的。动物的性能属于一种天性，至少是神的善意赐赠:即宿命。而人类的那一份礼物并无善意，它是一个替代。人没有性能，所以也就没有宿命。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footnoteRef:38]当爱比米修斯进行分配性能任务时，人类成了被遗忘一族，与动物不同，它们或具有尖牙利爪，或具有皮毛，人不具有任何与生俱来的性能，或者说，人的第一性能就是 “无性能”，即“缺陷”。普罗米修斯盗来技术的创造技能和神火，人借以弥补或超越“缺陷”，但这一种弥补终究只是“代具性”的，与动物所获得的神的赐赠那种宿命般的性能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人因先天的“无性能”即“缺陷”而沦为“技术性”或“代具性”的存在，没有技术就没有人。 [38:  同上，第227页。] 

“代具放在人的面前，这就是说：它在人之外，面对面地在外。然而，如果一个外在的东西构成了它所面对的存在本身，那么这个存在就是存在于自身之外。人类的存在就是在自身之外的存在。为了补救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赠给人类的礼物或禀赋就是：置人在自身之外。”[footnoteRef:39]这也就意味着人存在于技术(或代具)之中，也就是说技术(或代具) 作为“外在的东西”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由此，我们可以说：技术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 [39:  同上，第227页。] 

2.必死性：人是有死的存在 
参照范尔南对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的解读[footnoteRef:40]，斯蒂格勒将人进一步规定为有死的存在。“如果发生偏离，这不是相对于自然，而是相对于神。这就是说，偏离涉及的是人(有死者)和神(不死者)的关系，因此，人类起源说首先就是死亡说。”[footnoteRef:41] [40:  “在《神谱》中存在着一个黄金时代，人和神同席而饮，这就意味着人类尚未降临，因为这个时代不发生任何事情，黄金时代是一个时间之前的时代，事情随时间而来。”——同上，第221页。]  [41:  同上，第221页。] 

“必死性（mortality）就是对一切起源的原始性偏离，也就是说是一种技术的偏离”，[footnoteRef:42]由此便导致了“一方面是永生的神，另一方面是无死亡意识的生命(动物)，两者之间夹着一层技术的生命，也就是死亡的生命”[footnoteRef:43]。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斯蒂格勒把“必死性”与“技术的偏离”联系在了一起，把人作为“技术的生命”与作为“死亡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也就是把“人”、“技术”与“必死性”联系在了一起。 [42:  同上，第224页。译文有改动，英译参见第190页。 中译将mortality译为死亡，从而和death相混淆，我们知道，二者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将mortality译为必死性。]  [43:  同上，第218页] 

3.超前：人向死而生
依据赫西奥德的《神谱》，女人（潘朵拉）的降临带来的“唯一的意思”就是她带来的翁罐，翁罐的意思就是期待（elpis）：超前和时间。[footnoteRef:44]很显然，“期待”是斯蒂格勒解读的要点。因“elpis”与“邪恶”被宙斯一同放在女人（潘朵拉）的翁罐中，所以人们一般将“elpis”视作与邪恶同类。斯蒂格勒认同范尔南的看法，“‘elpis’是一个根本不确定性的层次；无论‘elpis’是指对恶或善的等待，它从来不是坚决和肯定的。‘elpis’与其说是指预感或先知，不如说是一种常常伴随轻信的度测，它摇摆与自高自大的幻想和谨小慎微的畏惧之间。”也就是说在斯蒂格勒看来，期待（elpis）是普罗米修斯原则——对未来的预识和爱比米修斯原则——对过去的反思二者之间的张力或结构。 [44:  同上，第231页。] 

人必然死亡，是“必死性”的存在，“elpis”在人类灵魂深处可以平衡对死亡的意识，因为它使人类无法预见自己的死亡时刻及死亡到来的方式，人便成了 “向死而生”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就是人类的时间性，诚如斯蒂格勒所言“就这样，在人类对自己的终结总是一无所知的超前中，构成了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的妞结，这就是人类的时间性。”这便是我们上文所说“‘超前’通过‘必死性’由‘代具性’所建构”的具体内涵。
在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思想中，“时间就是此在。此在是我的当下性，而且我的当下性在向确知而又不确定的消逝的先行中能够是将来的东西中的当下性。此次始终以一种他的可能的时间性存在的方式存在。” [footnoteRef:45]即他将人(此在)存在的意义归于时间性。以下是对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在《时间概念》中，海德格尔问到“我是现在吗？”[footnoteRef:46]在海德格尔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此在出发，解释时间的意义。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此在根植于存在的一种基本可能性中，即此在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事物，正如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中所说“此在总是某种尚未结束的东西。如果他达到了其终点，它恰恰就不再存在了。在这个终点之前，此在决不真正地是他所能是的东西；而如果它是这个终点，那么它就不再存在。”[footnoteRef:47]正因为此在的这种未完成性，此在以最极端的可能性显示自身。而此在的终结即我的死亡正好使得此在知道：他本身的最极端的可能性能够抓住他、站立在他面前并且占有他。总的来说，这表明最极端的可能性既是确知的（Gewissheit），又是不确定的（Unbestimmtheit）。这表明处于当下性的此在，它对自己终有一死了然于心，但是它不知道死亡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且它内心拒斥接受这个事实，即“作为人类生命的此在原初地是可能之在，是确知而又不确定的消逝之可能性的存在”。在这里，伴随此在的死亡就意味着这个超前就是此在真实的、唯一的未来。在超前中，此在就是自己的未来，由此，它在这个超前中回到自己的过去和当下。 [45:  同上，第24页。]  [46:  时间概念·（德）马丁·海德格尔，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1996版，第11页]  [47:  同上，第16页。] 

（二）爱比米修斯原则：对过去的反思
爱比米修斯原则总的内涵是对过去的反思，这种过去是先行于人的已经在此的实际性，包含遗忘（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后知意义上“对存在的理解”两个方面的内容。爱比米修斯原则强调了在后种系生成的系列中已经在此这个因素，体现为盲目和积极的遗忘，即技术性中的相关差异。这表明技术的外在化即是对时间的建构，阐明了以对过去的反思为总的内涵的爱比米修斯原则是时间性结构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以下阐述具体内容：
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遗忘的过失而盗窃，从而人是双重过失的产物，人因而是有“缺陷”的，是代具性的，也是必死的，是向死而生的。人的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存在塑造了人类集体存在的行为方式，斯蒂格勒这样说到：“走向死亡的存在，也就是出离，存在于自身之外，在等待、希望和恐惧中，塑造了人类相互间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就是机体存在，这个形式在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之前是不存在的（动物只能繁殖，但不出生，它们并不‘在一起’）。”[footnoteRef:48] 而集体存在不断地受到自身行为的威胁：人类所具有的代具性是自行毁灭的因素。[footnoteRef:49]但人却又只能生活在代具之中，为了削弱代具的能见度，人们需要一系列障碍法。在所有措施中，爱比米修斯原则发挥了做作用，它体现为盲目和积极的遗忘——这就是技术性中的相关差异。[footnoteRef:50]相关差异的思想我们在人类学思想部分已经阐明。 [48:  同上，第234页。]  [49:  同上，第234页。]  [50:  同上，第235页。] 

人在相关差异中被发明以技术的后种系生成为前提，技术的后种系生成系列构成已经在此。斯蒂格勒用“已经在此”（源于海德格尔“实际性”思想）来表示先于我已经存在着或已经“在此”的东西，是不属于我但我可以继承的前辈们的过去，强调了人对其所在的世界历史的依赖性，即“谁”对“什么”(工具)的依赖性。

四、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是对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这一现象学脉络的继承和发展。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将此在视作时间性的存在，斯蒂格勒以时间为纽带的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然而就技术、时间与人的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有待补充的方面。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第二部分，斯蒂格勒分析了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四个方面：已经在此、日常性分析、过失性存在的结构和世界历史之物，除了继承其思想中合理因素外，一方面斯蒂格勒批评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将时间性奠基在技术性之上，没有认识到技术在人类世界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还批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片面理解，因为他将以对未来预识为核心的普罗米修斯原则视为时间性的唯一建构性因素，而忽略了“己经在此”对人作为过失性存在之意义的建构，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爱比米修斯并非单单是一个遗忘者，它同时也是一个被遗忘者。[footnoteRef:51] [51: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一）“谁”应建立在“什么”之上
在斯蒂格勒看来，对“谁”或“什么”这两种存在类型之间关联的不同认识是他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关键性分歧点。[footnoteRef:52]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割裂了“谁”与“什么”之间的关联，从而没有认识到技术对时间的建构性作用，从而缺乏对技术在世界中中心地位的认识。 [52: “存在者是一种‘谁’（也就是生存）或一种‘什么’（也就是最广义的手下存在之物）。在存在的这两种           类型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问题的实际就在于此，这个问题的展开构成了我们和《存在与时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关键性的。”——同上，第288页。]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海德格尔如是说到：“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者（transcendens）。此在存在的超越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因为最彻底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在此在存在的超越性之中。存在这种超越者的一切开展都是超越的认识。现象学的真理(存在的展开状态)乃是超越的真理。”[footnoteRef:53]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坚持将“谁”与“什么”区分开来，在他看来，此在的属我性(mineness)或其个体化(individuation)不能建立在“什么”上面，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将自身从“什么”中超越出来，此在才能获得其本真存在。其原因在于所谓的本真的状态就是专属于我的生存。（海德格尔区分了此在生存的两种状态：本真的和非本真的。本真的状态是专属于我的生存，非本真的状态是日常生活方式掩盖的生存。）与此相反，斯蒂格勒认为，此在恰恰是通过遗忘自身于“什么”之中而获得其属性或者说个体化的，这个遗忘就是他所谓的爱比米修斯原则。 [53: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5页。] 

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与用具打交道的方式有两种：“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也就是说“什么”（上手状态的存在者）具有器具性。海德格尔认为，必须从日常性存在，从器具性的上手及现成在手之物的世界中脱身出来，此在才能获得其本真存在，即“谁”与器具性的“什么”的差异对于此在本身来说是建构性的。其原因是实际性的意义必须在此在的领会中被此在所居有，而领会总是对将来的先行领会，因此此在的历史的实际性对于此在来说是“尚未”，它需要在具体的对于将来的筹划中被带入到此在的存在中。[footnoteRef:54][footnoteRef:55] 而在斯蒂格勒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分析最终排除了‘谁’和‘什么’的关联的可能性……从而把已经在此遗留在混乱之中；……” “‘谁’和‘什么’之间的差异实际就是‘谁’和‘什么’的相关差异，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footnoteRef:56] “谁”与器具性的“什么”的差异实际上是此在与器具的相关差异，也就是说，它不是被给定的，而是在时间之中生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已经在此的相关差异本身构造了此在与己经在此的器具的差异。 [54:  “在它的实际存在中，此在一向如它已曾是的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东西'存在。无论明言与否，此在总是它的过去，而这不仅是说，它的过去仿佛`在后面'推着它，它还伴有过去的东西作为有时在它身上还起作用的现成属性。大致说来，此在的存在向来是从它的将来方面‘演历’的，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过去。此在通过它当下去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随着隶属于它的存在之领会，生长到一种承袭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并在这种解释中成长。此在当下就是而且在一定范围之内总是从这种此在解释中来领会自身。这种领会开展着它的各种可能性并即调整着这些可能性。它自己的过去—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陈王译本第24页。]  [55:  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为了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又不得不从一个存在者开始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存在者必须与存在本身有一种独特的关联。此在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由之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因为此在本身总是对存在有所领会且依据对存在的领会来展开自身此在就是领会着存在的那个存在者。
“领会”(Verstehen)即认识论传统中的知性、理解或理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源始的生存方式的衍生。源始的“领会”是此在对本己的可能性的先行把握。“有所领会”的含义是“能够领受某事”、“会某事”或“胜任某事”，即此在的“能在”。领会，指的是生存论上的能够存在。它不是具体去关乎什么物件，又不是为本身去做什么，而是此在不断为本身种种可能性而筹划。
筹划是走出被抛境况实际性的可能性的领会，依可能之在改变实际境况，让其适应自己，而不像现身情态那样只是趋就或背离实际境况。存在论层面的筹划是此在对自身的领会，海德格尔称之为“透视[Dursichtigkeit]”，意思是“看透自己”，而“看透自己”犹如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首先认识到自身是谁，在世界之中能做什么，把自身生存境况敞亮地展开出来。反之，没有看透自己的筹划，无论个人有什么生活盘算或计划都不过是“浑噩不明”或忘记了自身生存的意义。]  [56: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二）爱比米修斯原则应是时间的建构性因素
斯蒂格勒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将人(此在)的存在的意义归入时间性，但是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理解是有欠缺的，因为他将向死存在、超前(即普罗米修斯原则)视为时间性的唯一建构性因素，而忽略了已经在此(即爱比米修斯原则)的作用。在斯蒂格勒看来，己经在此是超前得以可能的条件和基础、己经在此作为对已经在此的经验实际上为超前(最终说来就是海德格尔所称的本真的向死存在)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斯蒂格勒指出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已经在此”的重大意义，他这样说到：“存在分析和爱比米修斯死亡学之间最接近之处——同时也是区别它们的起点，就是关于已经在此的论点。”[footnoteRef:57]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此在‘自己选择了它的可能性，或者此在降临于它的可能性之上，或者它成长于自己的可能性之上’。” 而在斯蒂格勒看来：“即使是它‘选择’的这些可能性也总是来自已经在此的世界：一切‘对于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解都变得易受世界的内部的影响’。”[footnoteRef:58]此在自己所挑选的那些可能性总是从那已经在此的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总是在世界中才成为可通达的。另一方面，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方式规定为操心(care)，在第一篇最后揭示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中，“‘先行于自身’之为操心的本质结构环节是不可抹杀的”[footnoteRef:59]，而此在的“先行于自身”欠缺一个终结，“在世的‘终结’就是死亡”[footnoteRef:60]。换言之，“操心”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状态和时间性结构，但“日常生活却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footnoteRef:61]。此在“生死之间”的存在意味着此在乃是领会“向死亡存在”意义的存在者。“操心（Sorge，裴程译作操虑）则包含了作为预示性超前的普罗米修斯原则。”[footnoteRef:62]在斯蒂格勒看来，海德格尔片面地强调了作为超前的普罗米修斯原则的地位，只认可超前的建构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遗忘”了在代具性中提供进入世界入口的已经在此。斯蒂格勒认为，此在先天地是缺陷性存在，并且此在要承负始于原始缺陷的一系列过失，由此超前从根本上说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总是建立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基础之上。这正如在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进行比较分析后[footnoteRef:63]斯蒂格勒所指出得那样：“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判应该包含的观点：时间性的历史化概念就其构成‘谁’的意义而言应当带有未被经历的、继承性的已经在此，这个已经在此不依赖任何知觉而形成，是一切现在性的构造因素，正因为如此，时间性不可能从当即出发来思考。这本应是一个论据，它有利于彻底修正将第一、第二、第三回忆对立起来的观点。脱离了这一层批判，实际性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了。然而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是怎样维持上述对立的。”[footnoteRef:64] [57:  同上，第286页。]  [58:  同上，第286页。]  [5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72页。]  [60:  同上，第269页。]  [61:  同上，第268页。]  [62:  同上，第290页。]  [63:  同上，第292-295页。]  [64:  同上，第296页。] 

斯蒂格勒不仅将己经在此视作超前得以可能的条件和基础，在分析此在的过失性存在结构后，他进一步指出爱比米修斯原则作为对已经在此的经验实际上为超前(最终说来就是海德格尔所称的本真的向死存在)提供了方向和指引。在海德格尔看来，“罪责”是此在“沉沦”在“被抛”境况的有欠缺的生存方式，而从存在论层面上来看，“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footnoteRef:65]，“不可能”指此在不可能有死亡的实际经验，因为此在在死亡到来时已不存在，“最本己”指任何他人不可取代，而“绽露”是指深度的生存体验（海德格尔称之为“悬临”）。也就是说，此在的超前使罪责存在显明出来。“这种缄默的、时刻准备忧的、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身筹划，我们称之为决心。”[footnoteRef:66]“对良知呼声的领会展露出失落到常人中的境况，决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footnoteRef:67]只有先行的决心才能本真地领会罪责。但是在斯蒂格勒看来，“起源的缺陷(罪责)与终结(它总是一种缺陷)是同一层关系的两个‘方面’：一切超前行为中的技术定向，在只存在着作为实际性起源的缺陷（只有罪责或过失）这种严格意义上说，是作为对已经在此的场合的体验而存在。”[footnoteRef:68]这就是说，起源的缺陷(罪责)与终结(它总是一种缺陷)构成了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超前只有在对已经在此的实际性有所经验的情况下才获得其定向。换句话说，已经在此的代具性是操心的真理。已经存在是此在之存在所要向之回归的目的，走向自身就是回归“已经”（此在在“已经”中才能使自身在“此”），对于已经在此的缺陷(罪责)的经验，即爱比米修斯原则为此在的存在提供了方向。 [65:  同上，第288页。]  [66:  同上，第339页。]  [67: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0页。]  [68:  同上，第351页。] 


结语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被认为是法国哲学界1944年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在此书中，斯蒂格勒汇聚吉尔、勒鲁瓦—古兰、西蒙栋等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家为代表的技术进化理论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现象学，以及尼采、卢梭、胡塞尔、德里达等人的思想，探讨了以时间为纽带的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他将技术和人通过一种“相关差异”的时间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为解答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借鉴。
尽管斯蒂格勒的思想新颖迷人，但是关于他的技术哲学研究，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甚少，[footnoteRef:69]且或是局限于对其某一个概念的分析[footnoteRef:70]，或是侧重在作者对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的分析之上。本文通过立足文本《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追溯斯蒂格勒思想来源的文本即《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存在与时间》等，企图对上文所指的缺陷有所补足。但本文的研究与其说是解决某些问题，不如说是打开了诸多开放性的问题。 [69:  在非法语学术界，吉尔、勒鲁瓦—古兰、西蒙栋等几位思想家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广泛传播和认同。对于倚重英语的汉语学界来说，当代法国技术思想很少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手文献数量也极其有限。他们或是因为英语学术共同体的封闭性造成的、或是因为研究传统不同导致的。斯蒂格勒的思想也不例外，由于处于法语学术圈，其思想无发快速直接由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和传播。——姚大志：行走在边缘的法国思想家 ——与《技术与时间》有关的几位学者，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3年1期]  [70:  如贾海燕：贝尔纳•斯蒂格勒“相关差异”思想探析，内蒙古大学，2011；Roberts Ben: Stiegler Reading Derrida: The Prosthesis of Deconstruction in Technics, Postmodern Culture, 2005, 16(1):N.PAG.]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首先，透过斯蒂格勒的“人的缺陷存在”的理论，我们认为，他至少还间接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更加尖锐也更加深刻的问题:一是脱离了代具性技术的人性是否可能? 而他的以技术规范人性的做法则蕴涵着另外一个问题:永恒不变的人性是否可能?[footnoteRef:71]其次，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笔者认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究。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文本《存在与时间》，不论海德格尔前期与后期的思想具有差异性，也不论斯蒂格勒没有论述的海德格尔自身的技术哲学思想，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十分复杂，海德格尔是否如斯蒂格勒所批评的那样从此在的存在中抽走了日常世界，割裂了“谁”与“什么”的关联呢？本文认为这尚有研究和讨论的空间。[footnoteRef:72] [71:  参见郭晓晖：技术现象学视野中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年第7期37-42页]  [72: “从《存在与时间》整体来看,海德格尔并未否认日常世界，此在之坚持本真存在,并不是要脱离日常世界,而只是以一种有己的方式进入日常世界，去丰富世界本身的内容。”——参见南亦秋：技术的“雅努斯”—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初探，复旦大学，2011]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Abstract: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needs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Discussing technology must probe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which is actu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nature. Whether technology is just a means of survival? Does technology play a role in human nature? Without technology, can people become a person? If technology has a role i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how can it be possib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of Gilles，Leroi-Gourhan and Simondon, Bernard Stiegler study the technology in time. By interpreting the prehistoric theory of Rousseau and Leroi-Gourhan, Bernard Stiegler tries to construct time from technology,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 diffrance” of “who” and “what” people are invented by technology. What is more, through the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of Epimetheus of Epimetheus and Prometheu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criticism to Heidegger about the discourse of his analysis on existence of Dasein and time, Stiegler discusse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echnology and time in human nature. Study on technology of Stiegler eventually settles on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time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which from this essay`s view is the core of Stigl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further study on Stiegler, as currently the study on Stiegl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less than necessity, and has sidedness and limitations on the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Stiegler build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on substitute technology,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y in philosophy“，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and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o develop from a whole new view.

Keywords: Bernard Stiegler; Technology; Time; Human nature; 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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